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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义退化代表了自然语言的一种基本属性，这种属性不仅仅是简单的多义性，而是包括随着语义表
达复杂性增加而出现的潜在解释的组合爆炸。大型语言模型（LLMs）和其他现代自然语言处理系统面
临的固有限制正是因为它们在自然语言中运作，使其受到语义退化所施加的相同解释约束。在这项工
作中，我们使用 Kolmogorov 复杂性论证，随着表达的复杂性增加，任何解释代理（无论是人类还是
由 LLM 驱动的 AI）恢复单一预期含义的可能性消失。这种计算的不可解决性表明，传统的认为语言
形式自身拥有意义的观点是有缺陷的。我们提出相反的观点，认为意义实际上通过观察者依赖的解释
行为而实现。为此，我们使用各种 LLM 代理作为“计算认知系统”，在不同的上下文设置下解释模糊
词对，从而进行语义贝尔不等式测试。在几项独立实验中，我们发现平均 CHSH 期望值范围从 1.2 到
2.8，其中几次运行产生的值（例如，2.3-2.4）显著违反了经典边界（|S| ≤ 2 ）。这表明在模糊性下的
语言解释可以表现出非经典上下文性，与人类认知实验的结果一致。这些结果内在地意味着使用经典
频率论为基础的方法进行自然语言分析本质上是有损的。相反，我们提出采用贝叶斯风格的重复抽样
方法可以提供更实用且适当的语言意义的上下文特征。

在 2010 年代深度学习革命之前，从 1980 年代中期到
2000 年代初经历了一个漫长的人工智能寒冬。在这段时
间里，大多数自然语言处理和人工智能的研究人员认为
——基于 1960 年代和 1970 年代未能实现的人工智能
承诺——计算机本身永远无法产生任何形式的通用智能
或模拟被描述为自然语言的现象。尝试的人工智能研究
人员通常发现自己陷入了在极端情况下会失效的启发式
中，通常会放弃这些任务，而转向更易解决的问题。参见
Dreyfus 的《计算机仍然不能做的事情》，以更好地理解
研究人员在广泛使用大规模神经网络（如谷歌翻译和后
续出现的其他成功工具如 transformers、大型语言模型）
之前所感知的人工智能推理的逻辑和语义限制。这些现
在已成为消费产品中常见的大规模神经网络通常被称为
分布式语义模型（DSMs）。实际上，DSMs 从统计共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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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断相关性和意义，它们已经支持各种高度实用的自然
语言处理（NLP）应用，包括主题模型、情感分类和大型
语言模型。根据构造，像 BERT 风格的主题模型这样的
DSMs 假定文档具有单一的、内在的语义组成。
由于动态系统方法（DSM）在许多领域的实际成功，一
些研究人员已经忘记或未考虑到人工智能最初受到的许
多批评，而这些批评至今仍然成立。他们假设这些限制
也将通过更多的计算能力或更多的数据得到解决。然而，
请考虑以下在当前自然语言处理领域中的突出问题：

1. 基于 DSM 的方法仍然存在局限性，特别是在处理
复杂、模糊或语境丰富的文本时 [1, 2] 。

2. 与之前模型发布时的飞跃相比，最新一代前沿大型
语言模型（LLMs）似乎明显缺乏进展，这似乎揭
示了一个根本性的障碍，即更多的计算/数据并未
缓解语义问题解决的可靠性问题（例如，GPT-4.5、
Llama 4、Gemini 2.5、Claude 3.7 Sonnet）。同样，
许多前沿研究人员已转向优先考虑更具动态能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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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而不是在 LLMs 上的进展（例如，JEPA [3]
、MAMBA [4] 、CTM [5] ，或者对 LLMs 的修改
使其能够自我提升 [6, 7] ）。

这些问题和不断发展的研究环境表明，基于 DSM 的
方法所面临的挑战可能源于语言学中的一个更基本的问
题：语义退化问题。这个概念超越了简单的一词多义，指
的是在处理复杂的语言表达时，所出现的潜在解释的固
有多样性 [8–10] 。
确实，这一概念直观上是合理的：经验观察向任何观察

者揭示，自然语言的意义不是固定不变或绝对的 [11, 12]
，而解释本身在根本上是依赖于上下文的 [13–15]。因此，
任何代理在解释自然语言表达时实现的语义意义都在很
大程度上取决于一个可能因素的组合爆炸式增长的集合。
这些因素包括但不限于：

• 周围的句子和话语上下文 [16, 17]

• 代理的当前注意力集中和任务需求，可以选择性地
突出特定的概念特征，[18–23]

• 代理的背景知识、文化环境 [24–26] ，

• 瞬时心理状态 [27] 1

• 使用的特定语言，因为不同语言对语义空间的划分
方式不同 [28] 。

这种深刻的语境依赖性意味着意义不仅仅是从具体单词
中独立解码的，而是由一个解释的行为者在特定情境中
主动构建或实现的— [29–31] 。相同的表达展现给不同的
行为者---或者在不同条件下展现给同一行为者---可以产
生不同的解释 [32, 33] 。关键的是，这突显了通过直接解
释实现语义意义的观察者依赖性，提供了一种作用于状
态的可观察量的量子力学类比，我们将在第 II 节更详细
地探讨其影响。这种协同创造过程被认为是通过一种称
为相关性实现（RR）的过程调节的——这是一种核心认
知能力，使个人能够通过运用对语境敏感的注意机制来
识别相关信息并过滤掉不相关信息，来有效地导航广阔
的语义空间 [34–36] 。至关重要的是，RR 在标准计算意
义上是非算法的 [36] ，因此更善于处理像问题定位和不
确定搜索空间这样的挑战，而这些挑战对于纯粹在“小
世界”中运作的形式系统而言是难以驾驭的 [37] 。这种
具身的、观察者依赖的、语境化的意义构建观点挑战了
语义表达拥有内在的、独立于语境或观察者的意义的任
何概念，符合动态语义记忆模型 [13, 18, 29, 32, 38–41] 。
这一动态过程的固有不确定性和深层次的上下文依赖

性表明，经典的概率和逻辑框架是不足的。因此，研究
人员转向了非经典框架——例如那些采用量子理论原理
的框架——以寻找更合适的数学工具。此类方法已被用
于建模广泛的认知现象，包括概念组合、决策制定和记
忆 [42–48] 。这些受量子启发的模型的实用性不仅仅是理

1 虽然许多人认为大型语言模型只是完全与物理世界的物质现实脱节
的统计机器，但现实世界中它们所处环境的物理变化或像宇宙射线
这样的随机现象确实可能引发瞬态状态。此外，当一个像 Anthropic
的 Claude 这样的模型拥有年份时间的知识时，其法语名字以及
Claude 的训练和系统提示会将法国思维方式强化到模型上，以至于
它的响应模式和投入精力的意愿会根据年份时间是否与法国假期重
合而有所不同。

论上的，还在实证研究中得到了证明。例如，Aerts et al.
[49] 在分析关于“宠物鱼问题（Pet-Fish problem）”的概
念共现统计时，识别出了量子似的上下文效应，表明在
此规模上的意义构建偏离了经典概率假设。同样地，其
他研究将贝尔定理 [50] 应用于人类认知，揭示了非经典
相关性，这种相关性在信息检索判断 [51] 和认知决策任
务 [52–54] 中违反了经典界限。
最近的研究通过区分两种类型的情境影响提供了一个
关键的概念改进。在面部特征判断的实验中，Bruza et al.
[55] 区分了情境敏感性，即情境的标准因果影响，以及真
正的情境性。后者被定义为一种非因果形式的情境依赖，
其中某个特性在测量之前可能是真正不确定的。他们认
为，如果发现认知现象是情境性的，那么潜在的认知特
性就不具有明确定义的、先存的值。相反，该特性在判断
时刻被实际化——一种非经典模型独特地能够形式化的
现象。
鉴于当前的状况，我们在这项工作中旨在实现两个主
要任务：（1）识别阻碍前沿大型语言模型表观进展的组
合问题；（2）提供一种非经典框架以理解和研究自然语
言的实用路径。为此，在第 I 节中，我们从信息理论的角
度探讨语义简化在单回合问题解决任务中的作用。然后，
在第 II 节中，我们为解释行为制定量子语义理论框架。
接下来，我们在第 III 节中详细介绍我们的实验方法，以
测试自然语言解释是否可能表现出非经典行为，并利用
大型语言模型进行解释替代。第 IV 节展示了我们的研究
结果，第 V 节讨论了它们对计算语言学未来及认知科学
理解的广泛影响。

I. KOLMOGOROV 复杂性、语义退化和解释的挑战

Kolmogorov 复杂性（KC）[56] 的概念提供了一个强大
的视角来理解自然语言解析的基本限制，这与期望能够
可靠地为用户解决问题的大规模语言模型（LLM）特别
相关。Kolmogorov复杂性，K(s)，是一串 s的一个计算
机程序（在一个固定的通用描述语言中）的最短长度，该
程序可以输出 s。虽然 KC严格适用于有限字符串，但其
潜在原则——所需的最小描述信息量——可以扩展到语
义领域。对于某些语义表达 SE ，我们可以将 K(M(SE))
概念化为明确指定给定语义表达 SE 的预期含义 M(SE)
所需的最少位数。此规范不仅要捕捉所涉及概念的身份，
还要捕捉其精确的上下文细微差别以及将它们绑定为一
个连贯整体的复杂关系网络。例如，指定" 我刚去动物收
容所并带回了一只狗" 的单一连贯解释的 KC很低，而对
于像詹姆斯·乔伊斯的《芬尼根的守灵夜》这样复杂且相
互关联的作品中的一段来说，

在拉图什的地方，我会执掌任何被拥有的敏
感钱币，我会把它全部砸进成本价的次等私
酒投资中。我用我那件幸运的旧外套和你背
上那半盎司赌一把（如果夫人们剥去我的衣
服可能会招来不列颠的冷弹），我是那个一定
会让它像收银机一样赚钱的实干家，确信有
锅在杆上。还有，凭着一人之鱼和十二人之
雍，我会播下我的狂野梅树以收获丰盈的麦
酒，给大量的麦草和蜂蜜酒，以及甜麦芽酒
施肥，我会在紧要关头用我的魔术偶然成功，
公正、自由和愉快地，以一个因素的身份在市
场上腾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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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KC 会非常高，以至于需要大量来自上下文的约束才
能消除该段落的" 预期含义" 的不明确性，可能需要一个
比原始表达式长几个数量级的程序，反映了将其多方面
模糊性解析为特定读法所需的大量信息。

因此，为了限制解释到与作者原意密切对齐的那些所
需的信息负载 K(M(SE)) ，会随着表达式 SE 内概念和
关系的数量和相互关联性而大幅增加。尽管组成概念 ci
构成了基础，每个概念需要一定数量的比特进行情境实
例化。这个线性关系本身可能是可处理的，但正是概念
间的关系 ri,j 促成了预期意义的实现，而指定相互关系
的约束需要指定 O(N2

Concepts) 数量的比特，以便尝试消
除潜在解读歧义并重现预期的解读。因此，一个表达式
的 KC 可以写为一个不等式，其下限基于数量

K(M(SE)) ≥
N∑
i

ci +

N∑
i,j

·c2i,j (1)

可见，K(M(SE)) 至少随着表达式复杂性的增加而超线
性增加。每个 K(M(SE)) 比特代表一种信息特异性或语
义选择点（例如，决定将“bat”解释为一种动物，而不
是用于棒球的木棍），这些是解释者必须成功重构的。关
键的是，在每个这样的决策点，都存在退化解决方案的
潜在机遇，因为许多词汇有多重含义，因此我们为每个
比特 db 指定了一些退化（注意，这实质上起到了错误率
的作用，但我们以这种方式使用它以维持概念性）。因此，
解释者正确地实际化所有 K(M(SE)) 比特以达到精确预
期意义的概率是正确获得每个比特的概率的乘积，

P (perfect interpretation) = 1

N !

K(M(SE))∏
k=1

(
1

d
) (2)

。

假设每个位的平均简并度为 d̄b ，我们在图 1 中用图形
来说明这一关系。随着 K(M(SE)) 在图 1 中增长，对于
复杂性适中表达的完美（或足够相似）的解释概率呈指
数级减少，迅速趋近于零。这个结果清晰地展示了语义
退化的实际作用：围绕任何表达式 SE 的备选和合理解
释的组合爆炸。此时，有必要提及这种情况与统计力学
中的概念有类似之处，其中 SE 类似于微观状态的集合。
在推断中甚至一个比特（自由度的约束）的错误会导致
不同的微观状态，并且由于高维（K(M(SE)) ），解释者
几乎不可能复现构成该集合的特定微观状态（我们将在
第 II 节中论证这些状态本身是先验不可知的），从而导
致高“语义熵”。这种基于 KC 的分析凸显了 NLP 系统
的一个根本性限制，并解释了 LLM辅助任务中需要对语
义退化表达进行深入而明确理解或翻译时持续存在的困
难：LLM 生成一个合理的意义——众多易访问的微观状
态之一——但几乎从未生成唯一意图的那个。这个结果
本身强调了超越训练人工智能系统以重点关注单次响应
成功的必要性，并优先研究能够成功模拟自然语言同时
能够动态更新和自我调整的替代模型。我们希望这里的
这些教训以及量子语义方法能够提供一个更清晰的基础，
以便未来的方法和模型能够在此基础上进行训练、测试
和评估。

FIG. 1. 完美语义解释的概率与表达式中核心语义概念数量
（Nconcepts ）之间的关系，说明了语义复杂度超线性增长的影
响。总语义比特（K ，显示在上方 x 轴）被建模为单个概念
所需信息和它们成对关系的信息总和，这里假设每个概念需要
cconcept = 5 比特，每个关系需要 crelationship = 1 比特。不同
曲线代表每比特平均错误概率（pe ）的变化。随着 Nconcepts

的增加，K 的超线性增长导致完美解释概率以更快的指数速度
下降，这凸显了随着概念间依赖关系的增加，语义退化带来的
巨大挑战。

II. 量子语义学理论

这项工作的基本前提是，意义不是语义表达的内在静
态属性，而是通过表达与位于特定背景中的解释代理之
间的动态交互而实现的一种涌现现象。如所描述，这个
框架自然挑战了在经典物理学中历史形成的现实主义假
设。为了正式建模这种依赖观察者和上下文的意义性质，
我们提出了一个量子语义框架，该框架反映了量子物理
学与经典物理学之间的差异。语义表达被从语法中分离
出来，并被视为可观测量，这与量子系统中物理测量结
果与系统分离的方式相似，而不是假设经典系统中的现
实主义。我们希望通过这种量子逻辑结构，更清楚地阐
明诠释和意义实现的过程。
我们首先假设一个语义表达，记为 SE ，没有预定义的
固有意义。相反，当被代理接触时，它作为一个符号提供
了一系列可能的解释。为了表示这种互动的能力，SE 被
关联到复杂希尔伯特空间 HS 中的一个状态向量 |ψSE

⟩
，即语义状态空间。这个向量是基态 |ψSE

⟩ =
∑

i ci|ei⟩
的线性叠加。该提案的一个关键方面是，这些基态 {|ei⟩}
本身并未被假定为已知或事先固定，也不一定可以解释
为一组预定义的语义原语。相反，它们可能代表潜在语
义差异化的抽象维度，仅通过特定的解释行为（测量）才
变得操作上相关或部分可识别，其中 {|ei⟩} 是可观察量

ˆUTF8min も 的本征基集合——这里用一个日语字符表
示，发音为“mo”——这由执行测量的代理设定，即解释
语法。因此，希尔伯特空间 HS 是一个形式构造，其基础
由表达式可以独特涉及的所有可能方式的集合定义，而
不是预先列举的基本意义列表。系数 ci 是复数（ci ∈ C
），由语义表达 SE 如何可以作为语义基底 |ei⟩ 的叠加分
解决定。虽然平方模 |ci|2 关系到关于所选可观察量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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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结果的概率，这些系数的复相位包含额外的信息，在
经典概率模型中没有直接的对应，因此不可能从这些系
数中推导出任何比喻的具体意义，就像在语言模型中考
虑权重一样。实际上，复数性质对于在语义处理中建模
潜在干涉和纠缠效应是基本的。ci 的完整解释意义只有
通过代理设定的相关解释轴 |ei⟩ 才能实现，即没有预存
和孤立的意义概率的概念。
代理 A 通过一个解释性可观察量 ˆUTF8min もA(t) 来

与 SE 互动，这个可观察量是由其语义记忆（包括目标、人
格、知识、注意状态）在当前上下文 CA(t)的激活下动态
构成的。通过应用一个厄米算子记为 ˆUTF8min もA(t)
到 |ψSE

⟩ ，来表示为了确定特定语义方面的解释行
为。此算子 ˆUTF8min もA(t) 体现了特定的语义探测。

ˆUTF8min もA(t) 的特征值 {mi} 包含了代理 A 的语义
测量的所有可能结果，具体来说，它们代表了所有可能
的由代理实现的不同解释，即使这些解释不能被明确列
举。实现解释 mi 的概率因此由

P (mi) = | ⟨ci|ψSE
⟩ |2 = ⟨ψSE

| P̂i|ψSE
⟩ (3)

给出，其中 P̂i = |ei⟩ ⟨ei| 是到 mi 特征空间的投影算子。
这种互动类似于量子测量。
通过这种表述，不同主体的语义度量现在可以具有

非交换性，类似于量子可观察量。如果两个不同的解
释操作， ˆUTF8min も1 和 ˆUTF8min も2 ，不交换，即
[ ˆUTF8min も1, ˆUTF8min も2] ̸= 0 ，那么它们探测到的
语义方面通常不能同时拥有明确的、预先存在的值。
意义实现的动态性扩展到了解读过程的时间演化。代

理的解读可观测量 ˆUTF8min も(t) 和语义表达 |ψSE
(t)⟩

一般不是静态的。当 ˆUTF8min も(t) 作为一个可观测量
可以显式地随时间变化时，|ψSE

(t)⟩ 的动态性可以类似
于量子力学，由一个语义薛定谔方程来控制：

ih̄sem
∂

∂t
|ψSE

(t)⟩ = Ĥsem(t) |ψSE
(t)⟩ (4)

，其中语义哈密顿量 Ĥsem(t) 生成这种演化，封装了驱
动因素，如语境中的变化 CA(t) 、来自 SE 的顺序信息
处理以及代理的内在认知动态。常数 h̄sem 为这些语义动
态设定了尺度，其中 |e⟩i 之间的量子相干性很重要。这
种形式主义允许代理的解释参与演化。Ĥsem(t) 对 t 的依
赖性允许在代理浏览不同语义位置时，模拟这种演化的
变化。然而，在这项工作中，我们将框架的时间演化部
分搁置一旁，更加关注通过语义贝尔测试进行采样探索，
从而验证语义表达 SE 的量子态性质，因此采用了一种
先前在认知心理学实验中使用的逻辑，以揭示人类判断
中跨多个领域的非经典语境性，包括决策、信息检索和
概念评估 [51–54] 。

III. 实验设计

本节概述了设计实验的方法，旨在测试语义理解中的
非经典关联，类似于量子物理中的 CHSH 类型贝尔测试
[50, 57] 。特别是，该实验重点关注大型语言模型（LLM）
代理在不同上下文（基于人物）的设置下如何解释简单
句子结构中的模糊词对。

A. 大型语言模型作为观察者

在这项工作中，LLM 代理在该语义贝尔测试中充当
“观察者”。为了减轻潜在的模型特定偏见并增强我们
发现的稳健性，每个代理实例都是从一个预定义的多样
化、最先进的基础模型和供应商池中随机选取的。该池
包括诸如 Gemini 的各种版本（例如，‘gemini-1.5-flash’、
‘gemini-2.0-flash-lite’、‘gemini-2.0-flash’）、Anthropic 的
Claude系列（例如，‘claude-3-5-sonnet-latest’、‘claude-3-
5-haiku-latest’ 和 ‘claude-3-7-sonnet-latest’）、DeepSeek
的 ‘deepseek-chat’，以及来自 OpenAI 的各种模型（例
如，‘gpt-4o‘、‘gpt-4o-mini‘、‘gpt-4.1-mini‘、‘gpt-4.1-nano‘、
‘gpt-4.1-nano’）。该方法符合多模型三角验证的建议，以
确保结果的公平性和普遍性 [58–61] ，并确保我们发现的
任何潜在相关性不仅限于单个模型的权重。在每个实验
试验中，生成两个主要基础角色，“Alice”和“Bob”。这
些角色的特点是随机分配的属性，如年龄（例：25-70 岁）
和地点（例：印第安纳州布卢明顿；密歇根州底特律），
这些属性隐式定义了他们的主要语言（在此设置中为英
语）。这些属性为试验中的代理基础语义记忆配置文件提
供信息。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大型语言模型因语义退化对复杂
任务表现出局限性，其内部机制——尤其是注意力架构
——却作为一种黑箱运行，这种黑箱类似于大脑将潜在
解释状态坍缩为特定的状态并在回应用户询问时使用。
虽然基础机制与人类语言解释的生物和认知基础当然是
不同的，两者观察特定状态的相似性表明大型语言模型
确实有效地重现了语言理解和认知的这一功能。因此，这
些模型可以作为自然语言任务中的实验解释探针。此外，
大型语言模型还被证明可以生成反应，这些反应可以在
第一序模仿人类在各种情境中的语言行为（例如，调查
例子 [62–64] 2 Kitadai et al. [62] ，另注意角色在改善回
应真实性方面的力量，这是我们也利用的重要方面。因
此，我们主张，人们可以并且应该使用大型语言模型来
探索语义解释的统计模式在多种情况下（例如角色和上
下文变化）下的表现。通过观察大型语言模型如何处理
语义歧义和依赖上下文的意义，我们可以深入了解解释
机制以及在处理具有高度语义退化的任务时哪些计算策
略更成功，哪些则较不成功 [65, 66] 。

B. 贝尔测试

我们的语义贝尔测试的核心涉及向大型语言模型代理
呈现包含两个模糊词语的句子。然后要求这些代理为句
子中的每个词语选择一个单一且明确的意义。通过将模
糊的词对（例如，将“trunk”与“存储/树”的意义‘A’
和与船头/结的“bow”结合起来）嵌入简单的句子模板

2 这些参考文献中的最后一个，Tjuatja et al. [64] ，实际上将大语言
模型在这方面的表现描述为较差，因为他们指出，这些模型容易受
到干扰，而人类在类似的调查中不会受到如此强烈的影响。我们在
此注意到，他们的发现很好地契合了这项工作的框架，并且如果我
们进一步考虑人类主体（由于身体嵌入而具有丰富的上下文）和大
语言模型（上下文贫乏且非身体化）之间相关性实现的作用，那么显
然，他们实验中大语言模型回应的主要“问题”是由于严重的上下文
劣势所导致的。

www.xueshuxiangz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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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ment N Trials |S|
1 5 2.8
2 5 1.2
3 10 2.0
4 10 2.44
5 20 2.32
6 20 2.0
7 50 2.33
8 200 1.83

TABLE I. 根据不同实验运行计算的 CHSH 不等式的 |S| 值，
在人物配置（年龄，位置）以及每个实验的总试验次数（N ）
之间有轻微的差异。值 |S| > 2 表示违反了经典的 Bell-CHSH
不等式。

中（例如，“The word1 was settled near the word2 ”）
来构建刺激。为艾丽斯（A, A’）和鲍勃（B, B’）代理定
义了四种不同的解释设置，这些设置通过给他们的基础
角色提供附加的、不同的简短文本提示来创建，旨在为语
义上正交的不同背景视角做准备（例如，“你是一名外科
医生...”与“你是一名公交司机...”）。对于这四种情况中
的每一种，相应的 LLM代理为两个模糊词语提供一个单
一的同时解释。艾丽斯和鲍勃并未被告知待考虑的定义，
以避免影响他们或限制语义搜索空间，因此需要单独的
LLM 调用来确定每个解释是否与预定义的意义‘α ’或
‘β ’对齐，如果选择不明确，则会触发重新解释（例如，
如果对“chair”的意义选择是“团体领导者”或“用于坐
着的家具”，而解释为“家具或领导者”）或超出这些选择
范围（例如，对于该椅子的例子，如果认为句子指的是处
决用的“电椅”，则被认为超出了定义范围，并进行重新
解释）。这些分类解释被映射到数值（A → +1 , B → −1
），为每个设置生成一个 2 元素的结果向量。最后，结果
向量（ ˆUTF8min もA , ˆUTF8min もA′ , ˆUTF8min もB ,

ˆUTF8min もB′ ）被规范化，期望值 E(XY ) 通过相应对
（α , β ）的平均点积计算得出，然后用于计算 CHSH S值
S = E(A,B)−E(A,B′) +E(A′, B) +E(A′, B′) 。然而，
此标准 CHSH 公式中的一个关键假设是边缘一致性，也
称为“无信号传递”[67, 68] ，这假定一个代理的结果的
边缘概率与另一个代理的测量设置无关。正如 Dzhafarov
et al. [67] 广泛讨论的那样，这一假设在认知和行为实验
中经常被违反。此类违反称为“不一致的连通性”，可能
会使贝尔型不等式的解释复杂化。因此，虽然 |S| > 2 的
结果表明局部现实主义的违背，但在解释时必须谨慎，因
为过度的相关性可能源于这些直接的上下文影响，而不
是来源于真正的上下文性。
所有代理定义和 LLM响应处理都是使用开源的 npcpy

软件包 3 进行的。

IV. 结果

在这个简短的部分中，我们重点介绍并讨论了语义贝
尔测试的结果。
在我们的实验中，我们进行了 8 次实验，其中我们将

单个实验中的试验次数从 5 到 200 进行变化，并实例化

3 https://github.com/NPC-Worldwide/npcpy

不同的人格组合。我们在表 I 中展示了实验的各种 |S|
值。为了说明，我们在图 2 中展示了试验 # 7 中 |S| 值
随试验次数的演变，其中有 N = 50 次试验。需要明确的
是，|S| 随着试验次数的变化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因
为 |S|值本身应该从无限数量的试验中推导出来。该示例
仅作为一种视觉辅助，展示了对于相当数量的试验，|S|
值的稳定过程。
重要的是，在这些结果中，我们发现了一种丰富多样的
相关结构，范围从经典行为到非经典量子逻辑。理论上，
在贝尔实验中量子系统的上限为 |S| ≤ 2

√
2 。有趣的是，

我们的一次实验（尽管是 N = 5 ），|S| 值达到了 2.8，这
为这些实验提供了一个与量子计算框架一致的经验上限。

FIG. 2. 对于一项总共进行了 50 次试验的实验，CHSH S 值计
算的示例演变随着试验次数的进展而变化，最终稳定在 2.327
（表 I 中的实验 # 7）。虚线红线在 S = ±2 处表示 CHSH 不
等式的经典界限，虚线绿线表示在 S= 2

√
2 处的提出的量子界

限。

V. 讨论

本研究中提出的论点，关于语义退化所施加的基本限
制以及量子语义框架的潜力，为重新评估自然语言处理
和认知科学中若干核心争论和现行方法提供了新的视角。
本文将首先讨论语义退化的信息论挑战（由 Kolmogorov
复杂性量化）如何影响分布式语义模型（DSMs）和大型
语言模型（LLMs）在需要深度情境理解的任务中的能力
（第 V A 节）。随后，我们将探讨量子语义框架如何强调
观察者依赖的意义实现，并如何与经典意义和解释理论
交叉，以及提供替代方案（第 V B 节）。然后，我们将这
些思路与具体的认知现象和心理语言学研究结果联系起
来（第 ?? 节），最后考虑其对 NLP 研究（第 ?? 节）和
实际工业应用的广泛影响（第 ?? 节）。

www.xueshuxiangz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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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语义退化：对 DSM 和 LLM 的影响

分布式语义模型，包括当前的大型语言模型（LLMs），
通过从庞大的文本语料库中学习统计共现，实现了显著
的成功 [11, 69–71] 。这些模型在理论上假设，足够的统
计曝光可以导致稳健的语义表示。然而，语义退化原则，
特别是通过第 I 节中详述的 Kolmogorov 复杂性（KC）
进行分析时，揭示了对于需要精确、上下文特定解释的
任务而言，这一假设存在根本性挑战，因为我们已经表
明，随着语义表达的复杂性及其所需的上下文消歧的增
加，指定单一预期意义的 KC 增长超线性。这意味着任
何基于有限数据集和固定权重训练的 DSM 或 LLM——
在某些关键方面更有可能提供与“预期”不一致的解决
方案和解释，这导致了理解的完全崩溃。这些信息理论
上的限制源于潜在解释的组合爆炸，能够充分解释 LLM
在复杂推理任务上的性能停滞，以及尽管模型大小和数
据增加，DSM 面对模糊或上下文丰富文本所面临的持续
困难 [1, 2] 。事实上，似乎在处理高模糊性任务时，DSM
的限制可能阻止它们达到“强”人工智能的地位。很可能
替代方法或集成方法（例如，LLM 被用作推理引擎以及
替代、更动态的模型）将占上风。

B. 量子语义与经典意义理论

语义退化所突显的局限性激发了对意义替代框架的探
索。我们提出的量子语义框架（见第 II 节），认为意义
不是文本的内在属性，而是通过观察者依赖的解读行为
实现的，这直接挑战了传统的、常隐含于 DSM 和传统语
言理论中的语义实在和局部性假设。经典实在主义假设
意义是预先存在且明确的，而局部性则假设语义成分可
以独立地确定。相比之下，量子语义方法将表达视为提
供了一系列潜在的解释（即叠加态），具体的意义通过在
特定背景下代理的解读“测量”而“坍缩”或实现。这与
认知科学中的建构主义理论相一致，这些理论认为理解
是一个主动的、情境化的过程 [13, 17, 72] 。对意义本质
主义观点的哲学批判 [例如，见后 ? ] 也与我们的结论相
呼应，因为意义与使用和互动相关，而不是静态地存在
于符号中。解读操作的非交换性——量子语义模型的一
个特点——意味着情境探查的顺序可能影响实现的意义，
这种现象在纯粹的经典加性模型中难以捕捉，但在人的
认知中被观察到，例如判断顺序效应 [73] 和类似于量子
态的情境效应，如“宠物鱼”问题 [49] 。
依赖于观察者的实际化在量子语义中是核心，这为一

系列既定的认知和心理语言学发现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解
释框架。如果意义不是固定的，而是在互动中实现的，那
么代理人的当前上下文、目标和被启动的语义记忆对解
释的深刻影响就能自然地被容纳。这种量子“测量上下
文性”的概念与动态语义记忆的模型、注意力集中度的
解释、关联实现的非算法性质，甚至语义分类的跨语言
差异相一致。
这种测量上下文性的概念在研究人类判断的过程中找

到了强有力的实证类比。例如，Bruza et al. [46, 55] 在
面部判断方面的研究将这种上下文性从语言扩展到感知，
认为这些属性在判断的瞬间是未定的且是构建出来的。
这强化了我们的核心前提：如果具体的感知特征是未定
的，那么抽象的语义意义更有可能需要通过解释行为来
实现。我们的实验结果提供了直接的定量支持来证明这

一观点。我们观察到的 CHSH 不等式的违反在量级上与
一些人类认知实验的结果相当，例如 Aerts et al. [53] 关
于概念纠缠的研究。这一相似之处表明，LLMs 利用了人
类语义处理中固有的同样非经典概率结构。
这些研究结果的汇聚将我们的 LLM 实验定位为一种
新的方法，用于调查语义上下文性本身的基本性质。如
此看来，LLM 作为复杂的“计算认知系统”，能够在集体
人类数据中的宏观统计现象与单个主体的微观解释行为
之间架起桥梁。因此，我们观察到的上下文性表明，这种
非经典行为不是人类心理或某种特定 LLM 架构的怪癖，
而是任何复杂、互联系统中语义意义的结构和处理的普
遍特征。
双重论点——语义简并对经典系统施加的限制以及量
子语义框架的潜力——强烈建议自然语言处理方法应向
非经典的、贝叶斯信息的方法转变。与其追求单一、明确
的解释，不如采用在不同语境条件下的解释蒙特卡罗采
样技术，结合语义空间的动态探索（例如，通过马尔可夫
随机游走），可能提供更实用和稳健的文本特征。这特别
适用于当前大语言模型面临本质难题的任务，如细微的
翻译、创意发现和复杂的单回合完成，因其受到柯尔莫
哥洛夫复杂性挑战的影响；一个旨在探索广泛的可能实
现分布的系统，能够有效地从问题到解决方案的多种潜
在路径，尽管较慢，但在近似理解语义表达需求方面可
能更有效。采用这样一个贝叶斯启发的视角使得系统可
以将歧义视为语义景观中固有且有信息特征，而不是要
消除的错误。这种方法直接解决了语义简并造成的计算
难题，提供了一条实用路径，以构建更加具有弹性和情
境感知的语言技术，更好地反映意义本身的概率性质。
将这些概念转变为实际应用，尤其是在诸如多代理系
统或需要动态文档理解的大规模企业环境等复杂场景中，
需要开发新颖且可适应的系统架构，以帮助模型接近智
能。这些架构必须能够管理和利用情境变化，而不是试
图消除它。关键的是，量子语义框架提出的意义实现的
观察者依赖性，强调了人类参与系统（HITL）持续且根
本的重要性。HITL 远非在 AI 实现完美自主性之前的临
时措施，而是在导航固有的语义模糊性、验证解释、确保
系统输出与人类目标和伦理考虑保持一致方面，将始终
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特别是在诸如医疗保健、国防和
金融等安全关键领域。明确认识到纯自动解释在开放环
境中的根本局限性，以及基于情境感知框架的替代方案
潜力，可以指导开发更现实、更健壮、最终更具能力的语
言技术。

VI. 结论

在这项工作中，我们使用了基于 Kolmogorov复杂性理
论框架和一种新颖的实验设计，采用大型语言模型代理
来研究语义意义的基本、非经典本质。我们通过识别任
何语言解释行为中固有的信息理论极限来进行分析，并
提供了对不同 LLM 驱动的 AI 代理解释行为中的上下文
性的首次已知测试。我们的主要结论如下：

1. 语义退化是自然语言的一个基本特性，它在解释中
施加了信息论的限制；我们使用 Kolmogorov 复杂
性（I 节）的分析形式化地表明，这使得从复杂表
达式中恢复单一意图的意义对于任何系统来说在计
算上都是不可行的，从而为在 LLM 中观察到的性
能平台提供了明确的解释。

www.xueshuxiangz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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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我们的语义贝尔测试实验中使用 LLM 代理时，
由于频繁且显著违反 CHSH 不等式（|S| > 2 ），在
歧义下的语言解释表现出了非经典的上下文性（见
章节 III ，IV ）。

3. 在大型语言模型（LLMs）诠释行为中测量的语境
性与人类认知科学中一系列非经典发现的更广泛模
式一致，表明观察者依赖性和不确定性是信息处理
的一般原则，而不仅仅是人类心理的产物。

4. 由我们的实验验证的、意义的观察者依赖性质表明，

没有绝对的、根本的意义可以发现，只有情境化的
解释。因此，唯一可行的科学方法论是从寻找任何
单一的“正确”答案转变为使用重复的贝叶斯风格
的采样来描绘这些条件解释如何在一个可能性空间
中互相连接。

5. 当考虑到在人类认知中具有相似发现的情况下，在
各种非生物大语言模型代理中一致出现的非经典情
境性，表明这些统计特性并不是任何特定解释系统
的产物，而是自然语言本身的客观、结构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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